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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知识产权与发展:
面向 21 世纪的改良战略

*

迪恩·贝克 阿尔琼·佳亚德福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著
周建军 施 蒙 译＊＊

【摘 要】创建于20世纪并左右当今发达产业国家增长的经济制度和

法律，在治理全球经济活动时愈加乏力。自采用“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

议”以来，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条款愈加不能契合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并且过分服务于发达国家的公司利益。在发达国家，知识产权设计变得越来越

不合理，导致了对创新的压制、对创新方向的扭曲、创新所带来的福利的减

少。专利丛林、专利流氓和专利常青化等相关问题已有大量记载。知识公地在

减少，甚至公共资助和推动的创新成果也被私有化了，因此降低了平等和效

率。知识产权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做出重大调整。发展中国家的总体政策应倾向

于较少的知识产权限制，而不应是现在这样较多的知识产权限制。

【关 键 词】知识产权 创新 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一 引言

21 世纪全球经济与 20 世纪全球经济的差异，至少体现在两个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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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全球经济中发展中国家的权重大幅提升。特别是，基于其经济快速增长，

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在未来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二是 “无

重量经济” ( weightless economy) ———创意、知识和信息经济 ( 产出) ———日益

成为经济产出的重要部分，对经济增长和发展越来越重要，无论是在发达经济

体还是在发展中经济体，皆如此。

这两方面的事实足以表明，创建于 20 世纪并左右当今发达工业化经济体

增长的经济制度和法律，在治理全球经济活动时愈加乏力。知识产权领域就是

最明显的例子。当今的全球知识产权制度，深受美国和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过

去100 年来知识产权历史沿革的影响。显然，世界贸易组织采纳的 “与贸易相

关的知识产权体系” ( Trade Ｒ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反映了 20 世

纪最后 25 年国际社会流行的关于如何管理智能和知识进步的认识，以及当时

的经济权力结构。①

也许有些讽刺的是，当全世界已经统一采用一套管理知识进步的制度时，

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体却开始面临这套由它们自己设计且为它们服务的制度带来

的重重障碍。当下，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等国家对创新的管理是次优的，还导致

不断增多的诉讼和冲突。比如，在信息技术领域，大批弱专利 ( weak patents)

和过度专利的风潮使后续创新变得艰难，同时侵蚀了知识创造带来的部分收益

( Bessen and Meurer，2014) 。此外，在制药等领域，越来越严格的知识产权保

护，并不一定导致更多新的化学物被发现 ( Dosi and Stiglitz，2014 ) 。相反，

不同产业的需求和需要，变得越来越对立，引发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知识

公地 ( knowledge commons) 在减少，甚至公共资助和推动的创新成果也被私

有化了②，因此降低了平等和效率。尽管对此该如何应对，目前尚无共识; 但

人们已经认识到，即使发达国家于现行制度也并不满意。

对现行制度的不满，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严重。自采用 “与贸易相关

的知识产权协议”以来，越来越明显的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条款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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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就“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谈判时，即使在白宫内部也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科技政策办公
室、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分歧很大。当然，这并不令人惊讶，美国贸易代
表办公室胜出了。娱乐业和制药业的观点和利益占据了主导地位。参见 Stiglitz ( 2006) 。
美国《拜杜法案》鼓励大学为政府资助的研究申请专利，这使其他人很难获得信息来开展研究。



有契合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而是过多服务于发达国家的公司利益。随着时间的

推移这一矛盾日渐突出。例如，延长全球制药公司的专利保护期，是以穷人的

健康为代价的; 书籍版权保护期大大超过了补偿作者所需的时间，限制了发展

中国家对书籍和教材的使用。

如果知识经济和创意经济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静态社会将转

变为促进增长和发展的 “学习型社会” ( Greenwald and Stiglitz，2006，2014 ) ，

就急需反思现有的制度并允许信息和知识更自由地流动。此外，如果我们考虑

伦理因素，就会发现现行制度是严重退化和非常低效的，正如我们接下来将要

讨论的。

本文试图从学术视角，思考发展、知识产权与创新的关系，现状如何，可

替代的方案是什么。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更关注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对发展中国

家的影响而不是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本文不仅关注现行制度的弊端和应对严重

过剩 ( most egregious excesses) 的潜在替代方案，而且更积极地思考什么样的

制度最有利于促进发展并增进发展中国家的福利。① 我们寻求一套新的、更好

的知识产权规则。正如一些人开始思考如何重构美国经济规则以确保更公平高

效的制度②，重构世界经济规则特别是知识产权制度的时机也已成熟。

本文首先概述实施知识产权的基本逻辑以及 “私人垄断推动创新”的具

体替代方案。接着，我们介绍知识产权的相关问题和发展过程。理论和大多数

历史证据表明: 比 “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更弱，或者至少与它显著

不同的知识产权制度，更能促进发展，至少在初始阶段是如此。需要特别指出

的是，目前全球知识产权制度在服务经济发展目标方面是不充分的，也阻碍了

福利的改善。再接下来，文章对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低效和阻碍福利增进的案

例开展了大量研究，包括食品安全、气候变化和教育三个领域。我们提出了一

系列方法，运用这些方法可以使法律能更好地促进发展并防止全球知识产权制

度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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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源自我们之前参与的研究，参见 Baker ( 2008 ) 、 Jayadev 和 Stiglitz ( 2010，2011 ) 、Dosi 和 Stiglitz
( 2014) 、Stiglitz ( 2004，2006，2008，2013) 。
也可参见 Stiglitz ( 2016) 。



二 知识产权的基本逻辑和替代方案

创设专利、版权垄断和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的理由是: 如果创新活动得不

到垄断带来的相应回报，市场对研究、创新和创造性成果的供给就会不足，至

少对于没有政府直接支持的创新是这样的。产生 “创意”的前期投资非常巨

大，而复制 ( 如抄袭或逆向工程) 通常花费较少。这就意味着如果产品在竞

争性市场售卖，创新者或创造者不能收回投资成本。就处方药这一经典案例而

言，按仿制药定价不足以给创新者足够的利润收回开发药品的成本。仿制药生

产商的竞争将价格压低至生产的边际成本，没有留下任何 “租金”补偿研究

成本。类似的，通过互联网传播音乐、电影、书籍等创造性成果的成本几乎为

零，导致创新者没有任何机会收回成本。假如赋予创新者法律权利，以实现排

他性生产，就可以使他能够设定高价以收回成本。这或许会促进创新，但是因

为价格超过生产 /使用的边际成本，社会效率会受损。①

因此，以专利形式授予一定时间的垄断是 ( 激励创新的) 一种解决方案。

这种做法虽然激励了研究，但以现有知识的低效率使用为代价。这是一种静态

与动态之间的权衡。更严格的知识产权 ( 例如更长的专利期) 可能促进更多

的创新，但在长期会影响知识的有效利用。

事实上，很多公司选择不对创新申请专利，例如可口可乐公司长期依赖商

业秘密，在有些领域 ( 例如冶金) 则采用行业标准做法。即使没有专利，创

新者也可以获得大量回报，比如通过 “先行者优势”，就是说成为行业的第一

家公司。在高科技行业，开源方法获得了巨大成功，其中的一些公司拥有可帮

助开发出成功程序的深厚知识，由此获得了额外利润。

很多关于创新的文献关注广义的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主要聚焦两个问

题: ( 1) 设计最优知识产权制度，其中的每一个条款 ( 如专利期限、覆盖面、

新颖度标准、专利执行等) 都是为了平衡动态和静态效率; ( 2 ) 评估专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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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技术上，我们说知识是萨缪尔森式公共产品，即在极限情况下边际使用成本为零的产品。因此，通过按
边际成本定价———静态效率的标准要求———生产知识的成本是不可能收回的。参见 Stiglitz ( 1987 ) 、
Stiglitz和 Greenwald ( 2014) 。事实上，知识应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 ( Stiglitz，1999) 。



成的垄断总体上是否有助于激励研究。

早期的垄断倡导者，其中以熊彼特最为著名，认为垄断是创新的催化剂。

这些早期的垄断主张者声称: 一旦竞争的力量发挥作用，短期垄断引起的扭曲

就会消失，至少创新活动带来的好处将远超过静态扭曲造成的损失。为市场而

竞争 ( competition for the market ) 将取代市场中的竞争 (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前者可以理解为质优价廉和更多品种的商品争夺市场，后者可以理

解为企业之间的竞争。熊彼特还认为，作为结果，垄断只是暂时的; 但他从来

没有证明过这些论断，后续的研究质疑了熊彼特在分析中所做的所有基本假设

和结论。① 例如，斯蒂格利茨等 ( Stiglitz，1988; Dasgupta and Stiglitz，1988;

Fudenberg et al. ，1983) 认为，垄断对创新的激励微弱，垄断者能够而且会采

取行动巩固其支配地位。②

因此，知识产权制度不仅影响专利期限内的静态效率，还通过多种形式影

响创新的动态路径。例如，专利制度直接影响创新者获得技术机会，进而影响

新产品的开发 ( Stiglitz，2014) 。专利会在创新路径上设置直接的约束，当知

识是综合性的，创新路径互补或相互关联时，问题会更加严重，因为专利不仅

从他人可以利用的知识创意库中抽走了部分知识创意 ( 虽然专利可以激励研

究，从而有助于丰富知识创意库) ，而且影响研究战略设计中的激励机制。目

前主流的知识产权制度一味追求可申请专利的速成成果而不是长期的研究项

目。至少可以说，研究战略偏向追求可申请专利的中间产品，导致创新的总体

速度比原本要慢 ( Greenwald and Stiglitz，2014) 。涉及实用专利 ( utility patents)

的制度———对 “小改进”授予专利，特别是产品如何使用———可以鼓励新的

产业进入，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许特别重要，但是这样的专利会阻碍后续更大

的创新。

即使是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专利制度也正面临危机。弱专利扩

散这一问题，已经引起普遍关注，授予这些弱专利不是因为现有知识的真正进

步，而是出于其他原因，包括发达工业化国家专利办公室授予专利时的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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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请参见 Stiglitz和 Greenwald ( 2014) 。他们的研究表明，专利的好处 ( 短期垄断) 小于熊彼特假定
的，并且成本更大。
Fudenberg等 ( 1983) 略早于其他研究者论述过该问题。



偏见。弱专利对后续创新是一种阻碍，而对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充其量也是很

微弱的。① 各种各样的弱专利形成 “专利丛林”，在一些领域不仅没有鼓励创

新，反而诱发诉讼。这个问题在复杂产品 ( 如电脑芯片) 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因为复杂产品需要几十种专利。专利丛林又被专利流氓利用，如法律事务所购

买专利后寻找重大专利对弱专利的侵权。

此外，亨利和斯蒂格利茨 ( Henry and Stiglitz，2010 ) 指出，对专利发起

挑战是一种公共品———因为它开放了 “知识公地”，而不是寻求专利化，专利

化将导致知识公地私有化。通常，公共品的供给不足意味着专利授予过多而对

专利的挑战过少。②

不合理的知识产权制度可能导致短期和长期的社会损失。

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知识是 ( 全球) 公共品———在技术层面，他人使用知

识的边际成本为零③，而且在通常情况下，市场对公共品的供给是不足的。通

过专利创造私人垄断，只是解决研究激励和融资的一种方式。在更广泛的层面

上，专利制度下的私人和社会回报也存在显著差异。

实际上还存在多种研究激励和融资的替代方式，且一些替代方案在不同国

家和背景下已经被采用。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 1) 通过集中机制直接资助———政府机构直接资助研究和创造性工作，

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就是类似的机构。很多国家有各种形

式的艺术或文化委员会，用于支持创造性工作。

( 2) 通过分散机制直接资助———利用分散机制为研究和创新工作提供直

接支持和激励，如税收抵免，相当于政府实际支付了部分研究成本。④ 另外一

个例子是，在美国，支持大学和机构开展研究或创新活动的慈善捐款，可以享

受税收减免。政府通过这种方式有效地补贴了私人支出。

以上两种方式都不要求专利或版权垄断，因为工作已提前得到报酬。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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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弱专利可以被看作鼓励短期研究项目，但阻碍更具成果的长期研究探索。
对专利挑战者存在多种补偿方式，如获得一定期限的专利使用费。在美国，1984 年通过的《药品价格
竞争与专利期补偿法》规定，第一家公司挑战并成功推翻专利，可以获得 180 天的市场独占权。
这也称作非竞争性消费 ( non-rivalrous consumption) 。
在美国，研发的税收减免，可运用于渐进式研究。这样设计的目的是提供激励，同时减少政府的实际资
金投入。



外，正如下文将讨论的，我们通过基于市场的机制为研究和创造性工作提供资

金支持。

( 3) 奖励型资助制度 ( prize financing system) ———政府机构或私人基金

会 /研究机构奖励成功的创新或其他创造性活动。历史上不乏关于奖励制度的

例子，最著名的是 1714 年英国政府奖励精准测量经度的方法，还有英国皇家

艺术和技术学会奖励用机械替代人工清扫烟囱。虽然政府现在还没有广泛使用

奖励制度，私人的奖励却很多。近年来，在美国有不少人提议在药品研制

( 例如，参议员桑德斯曾提议①) 和再生能源开发领域设立奖项。

专利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奖励 ( 后文会进一步解释) 。这就像政府 ( 或其他

奖励提供方) 根据价值评估购买专利并公开，以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因为

他人可以相对较低的许可费使用专利。

( 4) 分散的专利奖励型制度———这是政府支持研究的主要制度。在此种

情况下，奖励就是政府向专利、版权或其他独占权的所有者授予垄断权，垄断

期限内他们收取的价格可以超过自由市场价格。②

实际上，大部分国家综合运用上述四种制度，在具体领域各有侧重。近年

来，总体趋势偏向分散的专利奖励型制度 ( 第四种) 。面对财政压力，政府削

减研究预算 ( 至少从研究支出占 GDP的比重看) 。大部分国家通过延长和强化

专利、版权和其他垄断许可，使奖金更加丰厚，这常常是贸易协定的结果。另

一个趋势 ( 至少是一种尝试) 是降低政府设置规则的灵活性，如要求同一专

利条款适用于所有领域，并限制政府通过强制性许可打破专利垄断。③

下面将概述这四种资助机制的优缺点。

(一) 资助机制的优缺点

1. 直接资助———集中机制

人们普遍认同，科学研究需要有一定数量的集中化的直接资助，尽管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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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在全球范围建立一项类似的制度。
专利持有者可以设定垄断价格，但不能滥用垄断地位。反垄断法规定了专利持有者所能做的事情。
上述规定在 1995 年已被纳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同时，贸易协议有效加强了知识产权保
护，如通过相关条款 ( 数据专享权) 限制将数据用于非专利药品的认证。这样做的目的是增强垄断，
表面上是出于补偿创新者在创新阶段收集数据的成本。



种资助方式应该发挥何种作用仍有重大分歧。人们的普遍共识是，政府需要为

不太可能在近期获得商业收益的基础研究提供资金。对于预期收益不确定而且

无法明确界定的基础研究，很少有公司愿意从事。例如，虽然互联网的商业利

益现在显而易见，但在 20 世纪 60 ～ 70 年代并非如此，当时因美国国防部资助

的研究才导致互联网的出现。同样，许多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基础生

物医学研究并没有马上投入商业应用，尽管后续的创新如果申请专利保护是相

当有利可图的。这类基础研究如果没有某种直接融资机制的支持，通常不会发

生。因为风险太大，所以无法通过奖励制度支持这类研究。① 此外，正如马祖

卡托 ( Mazzucato，2014) 所示，许多成功的私人企业都依赖政府资助的创新

而获得成功。

虽然通过集中化的机制直接资助基础研究的优点得到了广泛认可，但这

类资助较少侧重于诸如处方药或医疗设备等最终产品的研究。反对这种资助

的观点认为，集中机制可能过于官僚化，对技术变化或需求变化反应太慢，

并易受政治干预。这会增加政府资助被浪费的风险: 有特权的公司或个人获

得长期资助，但这些研究的最终价值可能很低。当然，资助基础研究也存在

同样的问题，但是就基础研究而言并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因此，这些问题

是不可避免的代价。实际上，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使用的同行评议制

度已经证明，这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同样，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 DAＲPA，因发明互联网而被广为称誉) 也证明，它自身就是一种对前沿研

究的有效资助。②

集中化的直接资助机制也有许多明显的好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对于

获得这类资助的研究，其产出可以自由使用。这既适用于最终产品 ( 当研究

产生可销售产品时) ，也适用于研究成果。对于最终产品，由于研究已获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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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因此，有三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基础研究有多重应用，因此与专利制度相关的限制成本更大; 第二，

这类研究相关的风险更大，且缺乏良好的风险市场，市场产生的这类研究会很少; 第三，与此相关的，

在许多情况下，规模足够大的基础研究项目很难找到资金支持。( 还有第四，更微妙的，“失败”: 部分
地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议价能力不对称，“转售”或“许可”的市场是高度不完善的。例如，在一个具有
完美信息的世界里，垄断者可以并将允许其他人使用自己有效拥有垄断权力的信息。) 然而，最终结果
是，主要创新很大的比例实际上是由政府资助的。
大多数大公司基于官僚程序做出关于分配研究预算的决定，其中的许多问题与政府机构面临的问题是一

样的。两者之间的对比常常显得过于突出。



前支付，因此在没有垄断保护的情况下，应当按自由市场价格销售产品。① 这

将使许多产品的价格，特别是处方药的价格，大为不同。与目前每个患者要花

费几万或几十万美元购买新药品相比，这些药品将作为仿制药，很可能以极低

的价格出售。还有一种类似情况，由于专利垄断，许多医疗设备通常以大大超

出制造成本的价格销售。通过提前支付研究费用，穷人获得药品和现代医疗设

备的问题将更易解决。

除了最终产品以自由市场价格 ( 边际生产成本) 销售外，直接资助的研

究和试验的开放性也会带来巨大的好处。这在处方药和医疗设备方面非常明

显，因为这些方面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制药公司或设备制造商可能比试图

确定患者最佳治疗方案的医生更了解其产品的优缺点。然而，如果所有关于药

品有效性或医疗设备有用性的检测结果都是公开的，医生就能做出更明智的决

策。例如，如果特定药品被证明对男性比对女性更有效，这对医生决定患者的

最佳用药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关于可能的副作用信息也是如此。

即使研究不是公共资助的，公开试验也是可以考虑的。试验通常被视为药

品研究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其成本是药品开发总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的

安排 ( 即制药公司开发和试验药品) 成本高昂，并产生了内在的利益冲突，

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利益冲突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试验可以与药品研发和药

品营销环节分离。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贝克等 ( Baker，2008; Jayadev and

Stiglitz，2010) 提出的建议。

研究结果的开放性也将加快研究本身的进程。在开放环境中，研究进展是

最迅速的 ( Williams，2010) 。研究人员可以基于其他研究人员的发现继续研

发，还可以避免重犯他们的错误。对于大多数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投入是知

识，但专利制度严格限制专利知识的获取和使用。② 关于知识自由流动的限

制，对基础研究尤其重要; 因为创意可能有广泛的应用，进而为政府支持这类

研究提供进一步的依据。

美国最近开展了一次计划外的实验，以评估专利的成本和收益。美国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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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政府可以决定，设计提高收入的“最优”方式，进而收费 ( 许可费用) 。特别是在政府支付 ( 很大一部
分) 医疗费用的国家，对药品收取高价将只是将资金从政府的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
原则上，应该有足够的、与专利申请相关的信息披露，这样的研究才能被复制。



法院做出裁决，人们不能就天然存在的基因申请专利。这项裁决驳回了两个

BＲAC基因申请专利，该基因的存在显著地增加了乳腺癌的发生概率。这样做

的结果是以前被扼杀的一系列后续研究井喷而出，导致了以更低的价格更精确

地检测该基因的存在。

同样，专利对高科技这类领域的科学和技术进步，也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障

碍。在这些领域，单个产品可能包含几十项专利 ( 不同于医药产品，其专利

可能只覆盖一种特定的药品) 。①

此外，集中资助机制提供的激励可以更紧密地与社会目标保持一致。接下

来讨论的奖励机制也有这样的效果。目前，在一个分散的专利制度中，公司有

激励故意进行重复研究，以期获得竞争对手的一部分专利租金。② 就处方药而

言，在特定条件下，可行的治疗方法会有多种，因为这样可以压低价格。此

外，至少对于一些患者来说，有多种替代治疗方案总是更好的。然而，研究

支出的有效配置通常需要鼓励研发人员就目前尚无有效疗法的病症开发新疗

法; 而不是在已经有高效治疗方案的情况下，开发第二种、第三种或第四种

疗法。

虽然公共资金的集中提供有很多显著优点，但也存在缺点。资金必须以某

种方式筹集，并且税制是扭曲的 ( 但这不同于专利制度的扭曲，后者通过垄

断定价有效提高收入以资助研究) 。政府不得不在大量的研究项目中挑选，但

它可能没有足够信息或激励做到最好，尽管在过去公共研究的回报很高，而且

许多成功案例说明这种政府资助方式是可以信赖的。另一个问题是，公共机构

可能遭受类似于私营部门的短期偏见，因为政客想要向纳税人展示他们在技术

和科学方面的投资是高效率的。

如果有效设计一个集中开放的机制，它可以保持研究资金的竞争性，例如

通过需要续约的长期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将有强大的激励确保它们的支

出是生产性的。这种机制还将最大限度地激励研究结果的披露。③ 如果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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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与产品相关的多项专利导致了专利侵权诉讼的可能性，这已变得越来越普遍。
这有时被称为创新的“偷生意” ( business stealing) 动机。
然而，如果私人承包商可以使用收集到的一些知识从事相关的商业项目，则披露的信息可能并不完全和

完整。



项研究发现为竞争对手开发的重要药品提供了基础，缔约人就可以证明其研究

的价值。这种机制将激励研究人员尽可能广泛地传播这些结果，而不是设法向

竞争对手隐瞒结果。

大多数国家也在艺术和人文学科中使用集中化的直接资助方式，通常是设

立机构资助有社会价值的艺术、音乐、电影和其他形式的文化活动。这些机构

的作用，随国别和时间差别很大。例如，英国广播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新

闻和文化素材的主要来源，尽管过去 40 年来它的作用一直在减弱。相反，在

美国，支持文化素材的公共机构在文化生产中的份额却非常小。

各国的经验表明，与其他领域一样，“好的”制度既不容易也不会自动生

成，但需要将许多成功案例作为榜样进行研究。

2. 直接资助———分散机制

大量的研究和创造性工作可以通过税收抵免的方式获得直接支持。在美

国，研究支出的主要税收抵免是对研发的税收抵免，当年研发支出超过前一年

研发支出部分的 14% ～ 20%可予以返还。正如我们指出的，这是增量支出的

抵免，以便最大限度地激励单位税收收入损失转化为研发支出的增长。近年

来，此类税收支出每年平均达 180 亿美元，占美国 GDP的 0. 1%。①

慈善捐款的税收减免也可以为创新和创造性工作提供资金。慈善基金会支

持研究各种不同疾病的治疗方案由来已久。例如，美国出生缺陷基金会

( March of Dimes) 支持约瑟夫·沙克 ( Joseph Salk) 的工作，他最早成功研发

出有效的小儿麻痹症疫苗。盖茨基金会和其他慈善基金会，为研发各种疾病的

治疗方法提供资金。

美国慈善基金会在促进各领域的文化工作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艺术博

物馆、交响乐团和舞蹈公司通常以非营利性组织的形式设立，这些组织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税收减免。

与通过政府机构或其他机构提供资金相比，通过分散机制直接提供资金有

许多潜在的优势。最重要的是，没有政府官僚决定如何分配研究支出。这些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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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该制度的一个主要批评是，并非所有的研究都是真正的研究，其中大部分是营销研究。事实上，例
如，制药公司在将研究活动与营销结合方面做得很出色，使得区分两者变得很难。进一步的批评是，税
收抵免不是永久免税的一部分，从事长期研究项目的公司不能依赖它。



策是以分散的方式做出的。对于做出决策的一方，税收支出有效地降低了研发

成本。分散机制还可以就市场行情和技术进步做出迅速反应。如果一家公司觉

察到市场未满足的需求或技术进步带来的良机，它不必等待政府机构的合同，

就可以立即采取行动以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然而，如果税收补贴不够大或者

结构不完善，研究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

税收抵免也给公司带来了激励，使之不从事浪费性研究。虽然税收抵免可

以补贴研究，但如果研发结果对公司无用，那也浪费了自己的部分出资。需要

注意的是，美国的税收抵免并不以任何方式阻止公司充分利用专利垄断。在这

种情况下，公司相当于同时享有政府直接支持 ( 税收抵免的方式) 和专利

奖励。

分散的直接资助机制特别适合于创造性工作。集中的直接资助机制的主要

问题之一是，它将使政府在确定支持什么创造性研究和文化方面有很大的发言

权。虽然防火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狭隘的政治因素影响所支持的研究类

型，但不可能完全隔离公共机构的政治影响。此外，有一个合理的关切是，一

个集权机构对于支持最创新的研究和新艺术家来说，可能是不够开放的。

分散机制可以解决上述问题。按目前的结构，美国的税收减免制度很大

程度上偏向于高收入个人。补贴的形式是抵扣应税额。这意味着，那些在较

高税收范围内的个人可以获得更多补贴。大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没有

任何纳税义务，这意味着他们原则上无法从抵扣额中获益，因为没有纳税额

可用来抵扣。但是，可以构建一个不累退的税收补贴机制。例如，向每位成

人分配一定的金额 ( 例如 100 美元) 以资助那些选择任何创造性工作的个

人。这种支付还可以向资助各种创造性工作的中介机构发放。从慈善税收减

免到慈善税收抵扣，至少能为富人和中产阶级提供同等的边际激励，使社会

支出不偏向富人。

这种方式可以使大量资金支持那些成果可自由传播而不是版权垄断的创造

性研究。不同于受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威胁的版权制度，这种没有版权垄断的制

度基本上以零边际成本充分利用新技术，从而使大量的创造性研究成为可能。

既然创造性研究者已经获得了税收抵扣，那么他们的工作也就得到了补偿。

这种制度还可以与现行的版权制度竞争，从而使创造性研究者可以选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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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制度。①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购买受版权保护的物品，也可以获得受

税收抵免支持的以零边际成本生产的任何产品。然后，由市场决定哪一种制度

或者两种制度的存在。

3. 专利奖励资助———集中机制

除了政府购买部分或全部专利并将其公开外，这种机制还保留了分散的专

利奖励机制的大部分特点。② 这通常被建议作为支持处方药研发的机制，尽管

原则上它也可以应用于其他领域 ( Jayadev and Stiglitz，2010; Baker，2009;

Stiglitz，2006; Kremer，1998) 。

集中化的专利奖励机制的主要优点在于，它允许买断 ( buyout) 专利后以

边际成本利用创新。此外，获得专利奖励的条件可能要求专利所有者公开所有

相关的研究结果，但如后面将要讨论的，这样的要求可能是有问题的。③

专利买断机制既可以是强制的，也可以是自愿的。就后一种情况而言，奖

励必须等于或大于未来利润的 ( 经风险调整的) 预期价值，该利润就是专利

存续期内通过保持市场垄断而获得的利润。④ 即使专利持有者被要求接受专利

买断，政府也未必会买断所有药品的专利权。政府可以购买它认为最重要的药

品专利，并允许其他药品继续保持专利垄断。这种选择性采购模式，既可以确

保最重要药品的价格接近生产成本，同时又对未购买专利的药品价格施加压

力，促使价格降低。就那些与专利已被购买的药品有直接竞争关系的药品而

言，尤其如此。当同类型甚至更高级的药品以正常价格售卖时，这类药品很难

被定高价。

在购买专利迫使价格降低到竞争性水平，或者在其他情况下接近竞争性水

平时，集中奖励机制可以终结许多与专利相关的垄断滥用。最直接的是，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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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有必要采取一种机制，防止创造性研究者利用税收抵免建立声誉，再切换到版权保护机制。这可以通过
以下方式实现，任何人在获得税收抵免后，在一定时间内不准申请专利保护权 ( 例如，3 ～ 5 年) 。该规
则的一个优点是，它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实施的。如果有人试图在未满要求时限就申请版权，他们会发
现，因为有公开记录表明他们获得过税收抵免，所以他们的版权申请不会被受理。
这将是最终成果奖励，但它不包括里程碑奖励; 里程碑奖励是对通向最终成果道路上的里程碑的奖励。
根据现行法规，专利申请应当提供充分详细和完整的有关信息，以保证发现是可以复制的。实际上，情
况并非如此。
企业都是风险厌恶的，任何药品的回报都是高度可变的，这将使政府能够以足够低的价格获得药品，使

运行药品收购机制的公共补贴明显低于终止垄断定价相关的社会盈余。由于政府是最大的药品采购方，
因此大量的开支将由采购盈余抵销。



的价格可以消除垄断定价造成的大部分无谓损失。① 这还会降低或消除医药公

司误导医生和研究人员关于其产品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动机。此外，如果公开所

有临床试验的结果，则不会有误导性陈述的可能性。这种机制还会大大减少不

必要的重复研究。在治疗特定病例的高效药品已存在的情况下，再研发类似药

品并没有什么意义。

这种奖励机制在某些方面也存在问题。首先，如何决定奖金的数额，可能

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对此的办法之一是依据药品受益人口测算奖金额度，这

与很多国家基于质量调整生命年 ( QALY) 决定药品定价类似。② 使用质量调

整生命年测量对公共健康的影响，并以此决定奖励金额，这可以参见健康影响

基金 ( HIF) ，以及斯蒂格利茨等人 ( Jayadev and Stiglitz，2010 ) 曾提出的方

式。健康影响基金为确定价格提供了基础，尽管它不可避免会有些不精确。另

一种可能的方式是，通过拍卖机制确定价格，买断价格由政府参与竞价的投标

价决定 ( Kremer，1998) 。

这种方法使得专利购买成为一个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命题。这意味着已经

取得重大突破的研究人员如果没有获得关键专利，他们的努力将一无所获。除

公平问题外，这还会极大地助长研究活动中的保密行为，正如专利制度一

样。③ 在这方面，就研究成果的分享而言，专利买断机制与现行机制是非常不

同的。这也会导致研究过程中不必要的重复: 研究人员重犯彼此的错误却不能

从他人的成功中受益，因为在专利买断之前，信息也是不公开的。 ( 或者，更

普遍的是，直到获奖之后，信息才会公开。然而，由于一个研究项目引致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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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由于垄断者在购买过程中接受了垄断租金，所以在其他地方就必须征收 ( 扭曲的)

税收以资助其奖金。然而，如果国家或实体购买少数专利并以竞争价格出售，垄断租金将被压低。因
此，政府要支付的价格将较低，造成的其他扭曲也会更小。
这将产生与分散专利机制类似的情况。在该机制中，公司将尽可能广泛地推广其药品; 因为随着更多的
人使用其药品，奖金的规模将增加。这可能会延续目前机制的一些弊端。例如，医药企业为了推广药品
而付钱给医生。或者，奖金可以基于潜在的 QALY———假定药品的竞争性传播会产生相应的好处。奖金
应基于预期的价值，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研究者的额外风险。
关于政府实际购买什么权利，存在一些问题。多数药品有多项专利。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将根
据用于获得批准上市药品的临床试验结果，获得一定期限的独家营销权利。如果购买是在药品批准后进
行的，那么政府可能购买与药品销售相关的所有权利，而不是某个特定的专利。然而，这在披露事项方
面引发了一个问题。购买了药品使用专利权的制药公司，可能无法直接获得背后的研究 ( underlying
research) 。这意味着，即使在政府购买之后，这项研究也不能发布，或者政府必须单独购买补充专利，
因为制药商只购买了狭义的使用权。



个项目，保密仍将普遍存在; 因为在未来竞争中，之前未公开的研究将使其处

于优势地位。)

奖励机制可以与公共直接支持的方式相结合，特别是在制药行业。斯蒂格

利茨等 ( Jayadev and Stiglitz，2010; Baker，2008) 讨论过上述公开试验问题。

公开试验将消除现有制度安排的顽疾，药品所有者对药品进行试验，肯定更有

激励 “确保”药性良好。将药品试验的责任转交给公共机构，将使试验 ( 试

验成本往往是整个成本的一大部分，但试验并不属于新药研发的创造性部门)

变得更便宜 ( 因为制药公司常常将试验和营销高度一体化) 且更准确。对药

品的收购，可能发生在试验之前或试验之后。①

4. 专利奖励资助———分散机制

这种机制允许公司在专利存续期内通过垄断定价收回研究成本。专利制度

对创新的净效应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成为垄断者激励了用于研究的支出。同

时，正如我们指出的，专利制度既增加也减少了其他人可以利用的公共知识

库。此外，垄断地位一旦确立，就会减少对进一步研发的投资激励。而且，激

励会被扭曲，原因是社会收益和私人收益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社会收

益仅仅是让创新提前发生。其他方面的激励扭曲包括鼓励研究者从事旨在增强

市场势力或攫取他人租金的研究。就处方药而言，这方面的问题是最大的，或

者至少是最明显的; 因为该领域的开支占经济的比重较大 ( 在许多国家占

GDP的 2. 0%以上) ，而且药品的可及性关系生命和健康。

更直接的是，价格和边际成本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制药公司有强大的激励销

售其药品，即使对患者而言这些药的疗效并非最佳。它们甚至会隐瞒药效不如

宣称的好或对某些患者可能有害的证据。价格和边际成本之间的巨大差额，也

导致大量的资源用于营销。诸如直接针对消费者的广告或补偿性支付 ( side-

payments，有时包括赤裸裸的回扣) ，提高了患者选择并非最佳医疗药品的

风险。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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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许多混合方案 ( 例如有保证的政府采购) ，旨在确保医药公司有最低的销售收入水平。由于允许药品
在采购承诺履行后恢复垄断价格，因此这些方案不如那些要求政府简单购买该专利的方案好。
制药公司还从事“伦理上模棱两可”的事情。例如，在昂贵的滑雪胜地开展药品使用培训，或向医生
参与“研究项目”支付报酬，从而使医生认为自己是药品成功上市的积极参与者。



让事情更糟糕的是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制药公司比开处方的医生更了解其

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垄断定价的情况下，制药企业有强大的激励利用这

类不对称。于是，作为第三方付款人的保险公司或政府，承担了大部分医药支

出，这增加了药品专利资助研究的浪费和腐败概率。医药行业尽力设法让第三

方尽可能多地购买药品。结果，大量资源被用于立法和游说。游说通常涉及得

到医药行业资助的疾病群体 ( 患有特定疾病的患者、其家庭成员和朋友) ，开

展游说以增加药品的使用或支付。

专利支持型研究也诱发了药品的浪费性研究，诸如重复的药品研发。当突

破性药品研发获得大量专利租金时，研发第二种、第三种或第四种相关药品也

能获得可观的租金。正如本文指出的，这些药品通常也有一定的价值，但这些

研究资金原本可以用于研发新药治疗当前尚无良药的疾病。

专利支持型研究也助长了研究过程中的保密行为。寻求专利的企业只披露

申请专利、获得药品许可必须披露的最少信息。企业没有激励与潜在竞争对手

共享信息。此外，专利支持会推动研究转向受专利保护的产品。制药企业没有

激励证明特定饮食或运动是更好的治疗方案，或者环境因素可能是影响健康的

原因。虽然它们可以公开这些信息供他人使用，但它们没有激励这么做。专利

支持型研究的问题也出现在其他部门，但不如处方药领域那么严重，因为在其

他部门专利租金只占最终产品售价的较小比例。但是，对专利租金的追求仍然

会导致大量的浪费，并阻碍创新。

专利常常可以用于干扰竞争者，即使专利侵权诉讼很少有实质内容。三星

公司和苹果公司就新智能手机相互起诉，是它们多年来竞争的一个主要方面。

专利流氓通常会对成功的公司提起诉讼，希望获得丰厚的庭外和解金，即使潜

在诉求并不可信。有证据表明，为了避免这些法律问题，规模较小的公司和初

创企业将其研究转移到没有很多竞争对手的领域，因为它们缺乏在法庭上对抗

漫长专利战的法律资源 ( Lerner，1995) 。

此外，专利还可能会增加研究的成本。诸如软件程序和各种生物体之类的

研究工具会经常受到专利保护的约束，这极大地提高了使用成本。结果，专利

保护会阻碍研究，使研究过程更加昂贵。

最后，专利制度本身就是非常昂贵的。雇用合格的专利审查员成本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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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必须有时间和专业知识来评估新申请专利的价值所在，并确保新的专利不

侵犯以前的专利。但是，这些公共支出只是支出总额的一小部分，还有诸如申

请专利、起诉专利侵权和保护专利的律师费用等其他支出。专利持有者和被指

控的侵权人之间的法律纠纷常常很复杂，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这是美国设立

专业上诉法院处理专利纠纷的原因。有人声称，在美国，与专利制度相关的法

律支出要大于从事研究本身的支出。

运用垄断权力的结果是价格和边际成本之间潜在的巨大差额，由此导致显

著的无效率，但版权垄断造成的效率损失更大，因为如果没有版权垄断，从网

络上获得相关知识的边际成本基本为零。①

版权保护常常会推迟新硬件和软件的问世，直到受影响的行业确信没有涉

及 ( 对受保护产品的) 未经授权的复制。创造性研究者时刻要注意避免无意

侵权带来的高昂成本。例如，基于过去事件创作电影的人可能不得不做大量的

工作，确定电影中使用的图片或歌曲片段的版权状态。在没有版权登记 ( 制

度) 的美国，这个过程非常费时费力费钱。

由于近期美国法律的变化 ( 类似条款也出现在许多贸易协议中) ，版权持

有人可以对第三方收费。现行法律要求互联网平台在收到侵权通告时删除相关

素材，以免被追究法律责任。这实际上是要求 Facebook 或 Verizon 这样的平台

支持版权持有者对抗他们自己 ( 作品) 的消费者。目前法律要求网络平台事

先采取行动，查找并删除受版权保护的素材。

此外，版权阻碍了衍生作品的发展。例如，在未经版权持有人许可的情况

下，作家不能基于哈利·波特的角色创作作品。对于想要利用电影人物或主题

制作新电影的制片人来说，也是如此。

(二) 规则和设计

本文简要讨论了专利和版权法的许多细节。细节决定成败———正如游说者

力图改变知识产权条款表明的，有时细微的变化就可以提高利润。不管游说者

的措辞和论点如何，他们并不关心加快创新的速度，而只关心利润最大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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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了受版权保护的价格与边际成本之差隐含的无谓损失外，与版权实施相关的成本也相当大。



最令人震惊的案例中，版权追溯期延长至作者去世后 70 年 ( 后来又延长到 95

年) 。这被称为 “米老鼠”条款，因为迪士尼是主要受益人之一，它能通过米

老鼠版权获得更多的租金。没有证据表明，由于版权追溯期延长，作家更具有

创造性，或者产生了更多的作家。但有证据表明，由于此类版权条款的阻碍，

对詹姆斯·乔伊斯这样的作家进行分析的学术作品难以出版。

不出所料，我们难以找到经验证据来证明，专利时效或宽度的变化会导致

更多的研究。既有的论据表明两种可能性都有。例如，因为专利可能会减少其

他人可利用的知识库，并且这种知识库的规模至少与边际激励的相对微小变化

同样重要或更重要，所以加强专利保护可能会减少创新流。①

事实上，有人认为，任何专利保护的边际成本都超过边际收益，至少在许

多产业如此。此前的分析认为，如果没有专利保护，公司将无法将赚到的利润

投入创新活动，但这种分析在许多关键方面将问题过度简单化了。先行者———

新产品的发明者———比后来者具有明显的优势。先行者可以向下移动学习曲

线，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或者以消费者喜好的方式完善产品。尽管可能存在

“跨越”的案例 ( 指新进入厂商超过先行者) ，但这样的案例实属罕见。在一

些依赖商业秘密的产业，申请专利的成本 ( 包括按要求披露信息，相当于给

对手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超过了收益 ( Dosi and Stiglitz，2014) 。②

(三) 各种支持机制的结合

如上所述，支持创新和创造性工作的各种替代机制可以结合使用，但各种

机制间的相互作用并没有得到细致的考虑。例如，对于研究和创造性工作通常

都有大量直接的公共资助，然而，这种资助的受益者通常还可以获得相应的专

利和版权垄断，而且很少有限制。税收抵免和慈善捐款的受益人，通常也可以

像没有获得此类支持的人一样获得相应的专利和版权垄断。值得关注的是，允

许大学为其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可能会破坏大学的开放结构。开放性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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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于理论模型，请参见斯蒂格利茨 ( Stiglitz，2014 ) 。有关经验证据的讨论，请参见 Dosi 和 Stiglitz
( 2014) 。
这有一个重要的启示: 它质疑这种将专利数据用于衡量创新活动的依赖。法律变化 ( 或各国法律上的
差异) 可能导致更多的专利化，而“实际的”创新没有任何相应的变化。



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创新成功的关键。

当然，结合这些多样化机制以最大化社会收益，也并非不可能。例如，对

研究给予直接公共资助的条件是研究成果的开放性，或者限制垄断的程度

( 通过缩短专利期限或者强制公开许可) 。就处方药的临床试验而言，公开性

尤其有价值，因为它将给医生的处方决策提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消除药品的

滥用。

类似的，对享受税收抵免的研究者也应该施加相应的限制，缩短他们的专

利期或要求他们公开许可。如果税收抵免额大到足够弥补专利带来的收益

( 这在处方药以外的领域更有可能) ，可以考虑取消研究者申请专利的资格。

对于获得税收抵免支持的研究工作，也可以要求公开研究结果。

如果将该途径作为专利支持型融资的替代方案，那么企业选择税收抵免方案的

意愿将取决于它们认为在税收抵免的制度下，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是否更好。①

不同类型的资助机制直接竞争的结果是，市场可以直接检验它们的优劣。

理论上，理想状态是多种机制并存，但是相对权重会随时间和特定部门的具体

领域而变化。关键的是，机制的混合应通过审慎的政策来确定。目前的机制似

乎是临时的。

(四) 简要回顾

除了这四种选择方案，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机制: 致力于推进知识公地并开

放获取。对于某些产业和知识进步领域而言，这种机制可能比其他机制更重

要、更可行。例如，发展中国家将支持开放内容许可作为一种战略，可以为扩

充教育预算提供更大的余地。相反，对于制药业而言，即使有更多创造性的方

法解决静态与动态效率相对立的问题，这种开放获取的机制也并不可行。

知识开放获取、开放的知识运动及其相关方式相比现行制度有更多优势。

它们有简单而有意义的规则，可以防止目前存在的一些恶劣的滥用行为。因

此，需要有明确的规范来确定努力的归属，这对作者是最重要的激励。为了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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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能获得知识，知识应当从根本上保持公共属性。这些运动提供了一套

有价值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可以更广泛地促进有意义的创新，包括创造性的共

同许可、开放获取期刊、累积协作、同行网络等。尽管这些运动仍然相对较

新，但至少在一些关键领域，为我们采取更合理的框架最大限度地利用和促进

创新提供了可能。充分和全面地介绍这一框架给出的各种可能性，超出了本文

的范围，但克里克莱恩和卡钦斯基的作品 ( Krikorian and Kapczynski，2010 )

给了一个有用的概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此书。

三 知识产权和发展中国家

目前我们着重讨论的是如何从整体上更好地保护和激励创新。前面介绍的

知识产权制度，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不是非常有效率的。

在发达国家，诸如专利丛林、专利流氓和专利常青化等相关问题已有大量记

载。因为创新常常需要使用现有的知识产权，高科技公司经常面对不侵犯其他

公司知识产权就无法创新的困境。获得许可的谈判漫长且成本高昂，这将导致

技术障碍 ( 有时也被称作专利丛林) ，进而延迟并减少新知识产权的产生。专

利流氓，指专利持有人通过起诉侵权而不是基于专利进行生产活动以获利，这

类现象以一些恶性案件而为人熟知。据估计，美国一年与此相关的费用就高达

约 300 亿美元 ( Bessen and Meurer，2014 ) 。类似的，专利常青化是指公司通

过开发与专利相关的后继专利延长正常情况下不能延长的专利保护期，这也严

重阻碍了竞争，特别是在制药行业。

本节主要讨论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对全球发展的影响。

从定义看，发展中国家与全球创新和生产前沿相距甚远。各个产业和公司

常常接近前沿，最新技术得到广泛采用并获得由此带来的正外部性，是发达工

业化国家的关键特征。对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知识差距和资源差

距一样重要。

知识产权制度造成的人为稀缺导致经济效率低下。一个人获取知识不会减

少另一个人的知识。一个国家使用新的技术，也不会伤害其他国家从此技术获

利的能力。知识产权制度引起的短暂垄断会导致市场扭曲，使可获得的知识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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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最优水平。当 “学习”日益成为发展的基础时，我们应该质疑那些没

有合理依据就将知识从公共库中夺走的制度 ( Stiglitz and Greenwald，2014) 。

从发展的角度看，必须评估知识产权制度是否符合发展这个目标，即制度

的存在是否提升了知识总产出和生活水平。有大量文献尝试解答这些问题，但

是证据并不明确，并且如前文所述保护知识的努力有多种替代性机制。

在任何情况下，从发展的角度看，值得探究的不止于此。

第一，发展中国家应该问，何种知识产权制度 ( 更广泛地，包括创新体

系) 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自身的生活水平。较强的知识产权制度，尽管可以

促进国内创新，但可能阻碍本国公司追赶前沿科技。由于发展中国家处于追赶

期，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最优的知识产权制度可能会与大部分发达国家

有较大差别。

此外，较强的知识产权制度，会导致更多的财富以专利使用费的形式从发

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从这些日益增长的费用支出中获得的好

处 ( 除了知识的直接转移外) 微乎其微，也就是说，研究数量和方向并不会

因此发生重大改变。制药行业尤其如此，制药公司只将非常小的一部分研究预

算投向困扰发展中国家的疾病，同时由于制药公司从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增量回

报 ( incremental returns) 非常少，因此并不会影响创新的整体进度。

除了考察知识产权制度对创新程度的影响外，考虑它对创新方向的影响同

样重要。现行的制度框架是否鼓励创新者解决困扰国际社会和发展中国家最迫

切的问题? 现行的制度框架能够否保证最需要的人可以获得这些创新产品? 存

在诸如此类的问题。

至少从索洛的早期定量分析 ( Solow，1958 ) 开始，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

增长、发展和福利的重要决定因素是技术变革和以技术为载体的知识。对于发

展中国家，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缩小与前沿知识差距的速度。此外，知识

是天然具有非竞争性的商品。因此，可以推导出一个简单但有力的结论: 为实

现全球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当相似的技术同时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时，政策制定者应该大力鼓励知识在全球范围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

这也就意味着，要实现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就应该最小化知识转移的障碍，包

括废除阻碍既有知识转移的种种知识产权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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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强化知识产权制度充其量只是一个分配问题。因为

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企业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福利和降低市场竞争强度获

取知识产权的租金。早就有人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如 Ｒodrik ( 1994) 。

相反，美国和其他政府力主的流行政策观点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提高现行

知识产权法规的层级和严格程度。原因有二: 第一，如果发展中国家希望获得

技术的国际转移，就需要补偿跨国公司; 第二，有人主张，提升知识产权保护

的层级将促进本土创新公司的发展，如果创新成果被免费占用，研发方面的投

资将受挫。

第一个论点基于如下假设: 通过跨国公司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

术可以加速缩小知识差距，因为单纯依靠自身，发展中国家吸收知识的能力是

有限的。根据 “吸收能力”观点，较强的知识产权制度可以向跨国公司提供

分享技术的安全渠道，以鼓励知识传播。如果不存在这类机制，发展中国家甚

至没有模仿这些技术的本土能力。因此，知识产权制度是技术传播的主要推动

力。与此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如果一国的吸收能力强而知识产权制度弱，知

识将被大量窃取。但是，暂不考虑关于一国知识吸收能力的矛盾观点，即这些

行为发生的条件是生产在一国范围内进行，作为理论命题，这个证据也是疑点

重重。毕竟，某个发展中国家虽然没有很强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在其他

国家依旧会受到保护。这就意味着，对于潜在投资者而言，在知识产权保护较

弱的国家进行投资的唯一风险是知识在该国被使用。如果投资对象国是大国且

拥有潜在能获利的本土市场，这或许是个重要问题，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

于潜在投资者来说并不具备这么大的风险。

然而，尽管存在上述看法，鲜有证据表明知识产权制度是影响技术国际转

移的重要因素。跨国证据显示，这种影响往好了说也并不明确。① 此外，有关

外国直接投资的文献发现: 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和有效治理 ( 表现为较好的

商业监管) 等因素对资本流向进而对信息和技术流向的影响更大。

此外，国别案例研究也表明，在任何历史时期，没有显著证据证明知识产

权制度对技术转移是重要的。当然，在工业化早期，法律对全球知识产权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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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非常弱 ( 与对国内知识产权的保护形成鲜明对比) 。按照当前的国际标准，

每个发达国家在发展早期都会被认定侵犯了知识产权，因为它们免费使用了产

生于其他地方的想法和技术。正如张夏准 ( Chang，2002) 关于欧洲和美国历史

的论述: “法律对外国知识产权仅提供微弱的保护……例如，很多专利法在审查

发明的原创性方面非常宽松。更重要的是，包括英国 ( 1852 年改革前) 、挪威、

奥地利和法国等大部分国家，明确允许本国人可以为引进的发明申请专利。”

日本、韩国甚至更晚近的中国的经验也表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外资

流入、国内技术开发以及技术转移来说，并非必需的。事实上，正如马斯克斯

( Maskus，2004) 和其他学者所言，韩国和日本正是通过弱化知识产权制度的

执行和广泛使用 “创造性模仿”，促进了一系列前沿技术产业的发展。

关于发展中国家真实吸收能力的最明显案例，可能是印度的医药产品。众

所周知，在英迪拉·甘地决定废除药品专利后，印度医药行业迅速崛起并一跃

成为世界重要的仿制药中心之一。对于大部分药品，印度都能比原始制造商更

快、更低价地生产出仿制品。表 1 列举了美国 2006 年销售额前二十名的药品，

每种药品在印度都有仿制药 ( Jayadev and Park，2011 ) 。但是，20 种中仅有 6

种被专利所有者以品牌药在印度销售，20 种中仅有 2 种被专利所有者率先将

药品引进印度药品市场。大部分专利所有者在印度设有生产部门，但绝大多数

选择延迟在印度发布药品。之前也有证据表明，因为仿制药公司的存在，制药

公司选择不在印度出售新药。同时，我们也有理由怀疑: 鉴于药品销售市场狭

小、价格低于专利保护价，跨国公司是否有动力去印度投资。

表 1 进入印度市场的前二十名药品品牌

品牌*

( 药品成分 Molecule)
专利所有者

该品牌在印度

是否售卖?

该药品成分

在印度是否

售卖?＊＊

该药品成分是

否由专利所有

者在印度售卖?

1. Lipitor
( Atorvastatin)
［Cholesterol］

辉瑞制药

( 美国)
否 是 否

2. Nexium
( Esomeprazole)
［Gastroesophageal Ｒeflux］

阿斯利康

( 英国)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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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品牌*

( 药品成分 Molecule)
专利所有者

该品牌在印度

是否售卖?

该药品成分

在印度是否

售卖?＊＊

该药品成分是

否由专利所有

者在印度售卖?

3. Prevacid
( Lansoprazole)
［Gastroesophageal Ｒeflux］

诺华制药

( 瑞士)
否 是 否

4. Advair Diskus
( Fluticasone Propionate)
［Asthma］

葛兰素史克

( 英国)
是 是 否

5. Singulair
( Montelukast Sodium)
［Asthma］

默克

( 德国)
否 是 否

6. Effexor XＲ
( Venlafaxine HCL)
［Depression］

惠氏公司

( 美国)
否 是 否

7. Plavix
( Clopidrogel)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赛诺菲·安万特
( 法国)

是 是 否

8. Zocor
( Simvastatin)
［Cholesterol］

默克

( 德国)
否 是 否

9. Norvasc
( Amlodipine Besylate)
［Angina］

辉瑞制药

( 美国)
是 是 是

10. Lexapro
( Escitalopram Oxalate)
［Depression］

灵北制药

( 丹麦)
是 是 否

11. Seroquel
( Quetiapine Fumarate)
［Schizophrenia］

阿斯利康

( 英国)
否 是 否

12. Protonix
( Pantaprazole Sodium)
［Gastroesophageal Ｒeflux］

惠氏公司

( 美国)
否 是 否

13. Ambien
( Zolpidem Tartarate)
［Insomnia］

赛诺菲·安万特
( 法国)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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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品牌*

( 药品成分 Molecule)
专利所有者

该品牌在印度

是否售卖?

该药品成分

在印度是否

售卖?＊＊

该药品成分是

否由专利所有

者在印度售卖?

14. Actos
( Pioglitazone)
［Diabetes］

武田 /礼来制药
( 美国)

否 是 否

15. Zoloft
( Sertraline)
［Depression］

辉瑞制药

( 美国)
是 是 是

16. Wellbutrin XL
( Bupropion)
［Depression /Smoking］

葛兰素史克

( 英国)
否 是 否

17. Avandia
( Ｒosiglitazone)
［Diabetes］

葛兰素史克

( 英国)
是 是 否

18. Ｒisperdal
( Ｒisperidone)
［Schizophrenia］

杨森制药

( 比利时)
否 是 否

19. Zyprexa
( Olanzapine)
［Schizophrenia］

礼来制药

( 美国)
否 是 否

20. Topamax
( Topiramate)
［Epilepsy］

Ortho-Mcneil
( 美国)

否 是 否

资料来源: * “药品专题 2006”; ＊＊Mediclik. com，OＲG-IMS数据。

如果认识到信息和能力是可以扩散的，同时很难预判生产能力将在何处出

现，那么关于吸收能力的说法就会被进一步削弱。如果政策制定者假定本国的

关键技术和能力不足，因此需要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以吸引跨国资本推动技术

的跨国转移，他们可能提前扼杀了具有潜在活力的本国产业; 假如没有知识产

权壁垒，这些产业或许可以成功发展起来。显然，很多知识扩散的历史案例都

显示: 初期没有活力、没有规模的产业，竟出人意料地成为本国发展的支柱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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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西和斯蒂格利茨 ( Dosi and Stiglitz，2014 ) 认为，历史上影响发展和知

识进步的因素众多。这也表明，并不是靠单纯保护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知识

转移就可以实现直线型发展。被历史证明重要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包括劳动力

的自由流动、物化知识 ( embodied knowledge) 的转移、知识传播的开源形式、

现有技术的直接复制和模仿、专利技术的正式许可等。然而，在最近 20 年里，

所有这些因素都受到了严格限制。

经验和上述论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总体政策应倾向于较少的知识产权限

制，而不应是现在这样较多的知识产权限制。现在的做法其实太过简单化了，

因为知识产权制度的构成包括大量细节，而不是 “强”和 “弱” ( 更准确地说

是排他性强和排他性弱) 单个指标就可以概括的。由此得出的一个有力推断

是，对于试图缩小与发达国家知识差距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合适的知识产权制

度肯定与发达国家大为不同。显然，一些关键产业的知识转移涉及生死 ( 如

制药业) ，如果本国有模仿能力 ( 如印度) ，知识产权保护应该维持在最低水

平。接下来，我们将详细讨论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为什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是社

会次优的，并进一步探讨如何予以纠正。尽管世界贸易组织对知识产权的规定

( “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称作 “与贸易有关”只是为了将它们打包纳

入贸易协议) 允许各国有所变通，但它极力推动构建美国式的知识产权制度，

这种模式甚至在美国运作也问题重重。更糟糕的是，美国政府还给各国政府施

压，迫使各国政府放弃使用 “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变通条款，如

强制许可。

四 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现有弊端

现行全球知识产权制度的治理原则体现在 “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中。已有充分证据质疑更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有利于更快的发展，我们很难看

出 “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是以发展为导向的。这也是发展中国家需

要 “发展导向型知识产权制度”的原因所在 ( Stiglitz，2004 ) 。首先， “与贸

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是历史上第一次对知识产权的调和，要求更多的知

识产权保护，迫使发展中国家购买创新和创造性成果; 而其中的部分创新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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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成果即使没有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已经或即将研发成功。对于前

一种情况，目的单纯是获得租金，因为被保护的创新和创造性成果的边际转移

成本几乎为零。对于后一种情况，从发展中国家获得租金的可能性，对创新有

一些边际影响，但这种影响可能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支出占

总支出的比例很小，例如药品支出。① 这样做的主要后果是，资金从发展中国

家流向发达国家。

更关键的是，当全球的普遍共识是世界应该朝着 “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

协议 －”的方向前进，例如较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 ( ILO World Commission on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Globalisation 及其 2003年的报告所指出的) ; 而实际趋势

却是朝着“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的方向前进，尤其是在双边贸易协

定中。这些变化包括从更宽泛的专利到后门反竞争条款 ( 如数据专有权) ，以及

专利持有者“常青”其专利，在正常专利 20年到期之后延长垄断期限。

但是全球向上调和 ( global upward harmonisation) 并不是现行知识产权制

度唯一的问题，还有其他问题也导致了严重的福利损失。

首先，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运行良好的专利制度或者制度较为宽松。即

使采用了 “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专利制度的实施也必须借助发展中

国家自身的法律体系。

这会给那些没有活跃的公民社会或在相关领域没有本土产业的国家造成严

重问题。推动实施专利制度的一方 ( 通常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 获得的利

益，远远超过挑战专利的一方，并且前者拥有更多的资源发起法律诉讼。② 而

这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也是个问题，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会更加严重，因为诉

讼双方的力量是严重不对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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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从单个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非常真实的。预期的发展中国家的全部租金总和，对富裕国家的药
品、软件和其他创新，可能有显著的影响; 但是，就单个发展中国家而言，除非国家非常大，显著影响
接近于零。单个国家更愿意作搭便车者。当然，解决搭便车问题是国际协议的一个目标。但是从全球平
等的角度看，有观点认为应该允许最贫穷的国家搭便车; 这意味着发展导向的追求平等的知识产权制度

应该允许最贫穷国家更大程度地使用强制性许可。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者和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可能因
为未来工作成果得到知识产权保护而获得更大动力，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但这样做的效果
非常有限，因为发达国家授予专利不考虑申请者的国籍，而且专利的未来收入的最大市场是发达国家。
参见 http: / /www. ilo. org /wcmsp5 /groups /public / － － － dgreports / － － － integration /documents /publication /
wcms_ 079151. pdf。



此外，发起专利挑战的激励是严重失调的。通过法律手段挑战专利的有效

性是费时费钱的。如果一家公司推翻了一项专利，意味着专利中所含的知识就

会公开 ( 包括竞争者在内都可以使用) ，对于这家公司来说，金钱和时间成本

与收益是不对等的。当然有人提议专利挑战者成功后可以获得排他性使用权，

但这只是伴随社会损失的垄断转移而已。因此，这是一个公共品问题。如前所

述，根据经济学理论，专利挑战会出现供给不足。无论是在 “与贸易相关的

知识产权协议”下还是在宽松的专利制度下，力量的天平都是偏向于原始专

利持有者，且不论专利是不是真正的创新。事实上，像印度那样废除格列卫

( 一种抗癌药) 专利这种高调的案件非常罕见。① 可能发生的是，由于缺少公

共利益群体和发展中国家竞争对手的共同努力，众多弱专利没有被挑战，进而

侵蚀全球福利。

专利制度的规则至关重要，一些国家已经采取措施降低专利挑战的成本，

强化专利挑战的激励 ( Henry and Stiglitz，2010) 。另一些国家则采用严格的专

利审查程序和审查指南，特别是在制药行业; 如巴西采用了 ANVISA提前许可

机制，阿根廷采用了可申请专利性 ( patentability) 审查指南。在巴西，专利

在得到专利局的批准前，需要通过卫生部的审查，以防止专利会对药品的获取

造成负面影响。

其次，专利制度保护的特定知识和技术针对并服务的是富裕国家的需求，

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关切。最典型的例子是主要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疾病。由

于潜在消费者的购买力不足以支持研究，除非有额外的激励因素，富裕国家的

制药公司不会针对此类疾病研发药品。② 这就要求政府、国际援助机构或私人

慈善机构提供其他的资助支持。健康影响基金 ( Health Impact Fund) 曾提议，

创建全球基金，激励创新者针对被发达国家市场忽视的疾病研发药品 ( 还有

人提议其他替代方法，包括成立保证药品最低购买额的基金或提供奖励的基

金，可以有效降低创新者的风险，弥补他们开拓市场的努力) 。

在其他领域，也存在类似问题。在农业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土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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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典型的情况是跨国制药企业起诉公民社会团体。
详细情况参见 http: / /www. firstpost. com /business /novartis － patent － case － five － facts － about － the － cancer －
drug － glivec － 680603. html。



因素导致富裕国家研发的作物不适宜在本国种植，但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研究

人员太多的关注。不论是药品还是农业，专利保护使公司的创新方向并不适合

于发展中国家。例如，制药公司为了获利更关注减肥、营养、环境因素的药品

研发。

在农业方面，种子公司试图让农民对购买的种子产生依赖，而不是自己重

复种植。这些问题在富裕国家也存在，但由于力量和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此类

滥用的风险在发展中国家更大。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在现行专利制度下，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

自身努力保护传统知识和遗传物质来维系生物多样性; 另一方面，制度设计也

很难阻止跨国公司申请专利，窃取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知识和遗传物质。这不仅

在理论上是大概率事件，一些备受关注的事件也表明知识圈地 ( knowledge

enclosures) 已经发生，如印度香米在得克萨斯州被注册专利 ( Stiglitz，2006) ①;

虽然大部分地方没有限制使用传统知识，但知识圈地的制度表明了专利制度设

计存在缺陷。

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可以世世代代免费享受先辈开发的种子和传统医

药，在这方面，也许有很多推动知识公地发展的途径。②

人们已充分认识到上述问题，这促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 于 2004 年启动并于 2007 年批准了自身的发展议程，希

望能够改变全球知识产权制度以增进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推动发展中国家的

增长。尽管全球对平衡知识产权制度的关注与日俱增，但是持续扩展的知识

产权保护继续侵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没有为促进基本发展目标提供足够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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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梯若尔 ( Tirole，2006) 总结道: “被忽视的疾病或热带疾病，如疟疾、肺结核和利什曼病，既是发展中
国家的首要关切，也是富裕国家的研发资金投入不足的疾病。由于潜在消费者的贫穷导致低利润 ( 或
许也有对强制许可的担心) ，相应的疫苗或药品没有得到开发。研究不足的领域包括: 疟疾和肺结核的
投入不足，对非洲昏睡病几乎没有投入。数据表明，1975 年以来，1300 种新研发的药品只有 11 种是用
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疾病，并且 5 种是兽药研究的副产品。针对非洲昏睡病 ( 专利过期) 的药品可追
溯到 1917 年、1939 年和 1949 年，这是一种有毒的砷衍化物且包含癌症研究时意外所得的副产品。间接
证据也表明针对发展中国家疾病的研发投入非常少，并且在疫苗的研究上远远少于药品研究，尽管贫穷

国家对医疗服务供给系统依赖较小的疫苗比药品更加具有优势。”
在这一点上，考虑对没有专利排除的传统知识公地制度化或正规化是有用的 ( Prabhala and
Krishnaswamy，2016) 。



下文将通过食品安全、气候变化和教育三个案例来剖析现行知识产权制度

的弊端，以及这些如何导致了社会次优结果。

五 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和社会福利

(一) 农业

农业知识产权制度严重影响了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独立性、生物多样性和

地球生物的生态恢复力。在全球食物体系中，少数发达国家的公司拥有过分强

大的市场力量，而公共投资却不断减少对穷人赖以生存的食物的研发。专利丛

林抬高了基础研究的门槛。几千年来，农民以社区为单位进行耕作，这一生存

模式现在也岌岌可危。

(二) 气候变化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一直努力希望国际社会讨论知识产权制度和气候变化

的关系。尽管二者负相关的证据是有限的，但是有证据表明利用知识产权制

度，发展中国家被排挤出了尖端气候研究领域。政策制定者应认真关注这一问

题，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学习能力。

(三) 教育

教育是经济发展和人类尊严的基础。在包括但不局限于 “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框架下，以可承受的价格购买高质量的教育资料，对实现国际社会发

展目标、履行国际社会义务是至关重要的。版权应当予以调整，不公正的障碍

应该被废除，以确保我们中最脆弱的人群可以获得高质量教育带来的巨大

机会。

六 全球知识产权制度及其对发展的影响

当全世界希望 2030 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时，重温现行法律条款并追问

这些条款是否符合人类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至关重要。本文希望实现如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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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知识产权制度并不是鼓励创新的唯一方式，可能还有更好、更有效率的

方式; 第二，现行全球知识产权趋紧的态势，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道义上也

无法令人接受; 第三，关键领域的细致案例研究表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框架

存在固有的严重缺陷。接下来，我们讨论如下问题: 公民社会和相关政策制定

者采取哪些方法应对现状，寻找可替代的法律制度，以兼顾发展中国家和创新

者的需求，但更重要的是在给定现状的情况下，如何使知识产权制度能够促进

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我们并不期待所有国家都支持这一选择，可以提供并支持

更多替代方案的国家，如印度、中国、巴西、南非等有影响力的国家，可能更

容易支持这一选择。

(一) 利用现行制度的既有灵活性

首先，必须认识到，尽管 “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倾向于对全球

知识产权向上调和，但这一协议内设了灵活性条款，而这一条款至今还没有被

充分运用。例如，为了降低支付给富裕国家的创新和创造性成果的金额，发展

中国家可以最大限度地对药品和其他受专利保护物品实行强制性许可。应该记

住的是，在过去，发达国家也广泛使用强制性许可。在发生卫生突发事件时，

美国多次使用强制性许可 ( 最著名的是，在 21 世纪初炭疽热引发危险时，美

国曾威胁使用强制性许可) ; 在其他情况下，则表现为反垄断执法、拆分威胁

国家安全的企业。加拿大出于健康方面的原因，也运用过强制性许可。最好的

证据 ( Scherer，1998 ) 进一步显示，即使对于专利被征用的企业，强制性许

可也不会影响企业继续进行创新活动。

同样，制药业中的 Bolar例外和其他例外条款，也应最大限度地使用。

为了自身利益，发展中国家应该抵制知识产权侵蚀 “与贸易相关的知识

产权协议”未包含的领域 ［为此也应抵制通过贸易协定推行 “与贸易相关的

知识产权协议 +”规定。这些贸易协定通常包括限制和采用 “与贸易相关的

知识产权协议”灵活性条款的国家开展贸易活动，增加使用灵活性条款的补

充规定 ( 如推广数据专属权) ］。当然抵制并非易事，正如迪尔 ( Deere，

2008) 指出的，目前存在一系列压制因素。

第一，来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 USTＲ) 施加的经济压力，包括利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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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威胁和外交游说推行更严格而不是更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更清晰表明这一

点的是: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是否有意向美国靠拢而将国家分为 “不愿

意行动” ( won＇t do) 和 “愿意行动” ( can do) 两类国家。

“当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思考问题时，美国不愿再等待，我们将与愿意行动

的国家共同推动自由贸易” ( Zoellick，2003) 。

第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于灵活性解释等技术性援助是不公允的，并以

发达国家利益为重。结果是，仅有巴西、印度、中国等有影响力的大国可以对

冲报复性威胁，成功使用 “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下的灵活性政策并

抵制 “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规定。此外，发展中国家应该共享专

业知识，在 “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框架下最大限度地运用法律的灵

活性。

(二) 利用既有的本国专利法阻止弱专利并尽可能挑战专利

如前所述，发展中国家有能力通过本国专利办公室实施 “与贸易相关的

知识产权协议”。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权对专利授予执行高标准，但应注意在

法律实施过程中同等对待本国公司和外国公司。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法律是相

当严格的，如果恰当执行，这些法律可以阻止弱专利申请。例如，对于阻止现

有专利申请 “常青专利”或阻止通过微小改进申请专利，法律都是十分有效

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印度的专利制度，很好证明了国内法律如何限制知识产

权的过度圈地。2005 年，印度顶住跨国制药企业的重压，颁布新的专利法案，

包括专利批准前后异议、扩大异议范围和限制 “常青专利”。此外，可以设置

严格的 “非显性”标准 ( non-obviousness standards) 。这些综合举措主要是为

了限制知识产权运用到天然物质等事物上，为挑战弱专利创造空间。需要指出

的是，有效执行现有的专利法律，并不足以阻止弱专利。发展中国家必须列出

不可申请专利的创新清单———例如，基因、分子或商业流程。美国和其他发达

国家的历史表明，这些漏洞常常被滥用，并危害了社会发展。

如前所述，挑战专利带有公共品特征，如果挑战的收益不能远高于成本，

专利挑战会显著供给不足。这表明，我们需要制度设计，从而能更加容易地质

疑和评价专利的有效性。在这方面，欧洲专利办公室的专利挑战程序就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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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吸引力的。欧洲专利办公室的上诉委员会接受专利异议申请，负责审查证据

并对专利有效性进行裁定，而不是进行完整的诉讼程序 ( Henry and Stiglitz，

2010) 。这种 “第二轮评估”是为了获取质疑信息并做出快速裁定，这对于没

有进行尽职调查就授予专利的情况非常重要。无论何种机制，更严格的评估程

序或增加合理挑战知识产权制度的机会，都有助于降低现行激励不相容机制带

来的损害。

(三) 推动替代性机制

对于为满足发展中国家特定需求的创新和创造性成果，在很多情况下，使

用其他机制，而非专利和版权，可能有更多优势。一个成功的例子是 “被忽

视疾病的药品倡议组织” ( Drugs for Neglected Diseases Initiative) ，几乎只研发

针对发展中国家疾病的药品，其资金来自援助组织、私人慈善机构和学术界。

由于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公开获得，其他研究人员可以快速地借鉴他人的研究成

果，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研究。对于教科书和其他教育资料而言，公共资助能降

低学校和 ( 或) 学生的支出。这将保证教育材料能针对一国人口的具体需求，

并将边际成本降低至生产公司的真实成本或仅仅使用电子版。在这种情况下，

正如 “被忽视疾病的药品倡议组织”，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很大。例

如，如果用于教学的大学教科书采用一种共同语言，很多国家可以分担支付给

作者和编辑团队的费用。如果一部共同创作的教科书后续被翻译成其他版本，

费用也将远低于创作一部新的教科书。

总体上，通过奖励、补助或其他机制覆盖初创成本是非常必要的，这可以

推动在创新不足的领域开展研究。其他方式，如健康影响基金 ( Pogge，2010)

和世界卫生组织尝试为被忽视的疾病设立基金，其他组织建议在全球范围内征

收健康税以支持研究。

(四) 推动补偿责任制 ( compensatory liability regimes)

在本文中，我们没有强调的是，对知识产权的一个主要关切是它阻碍了后

续的创新。有时专利本身并不十分有用，但与其他创新结合后就非常有用。这

类问题，对需要多项交叉专利 ( multiple cross-cutting patents) 生产诸如电脑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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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等产品的高科技公司尤为显著。这被称为 “专利丛林”或反公地悲剧问题

( Heller，2008) 。因为一家公司可以阻止另一家公司使用自己的专利进行后续

创新，这种阻碍专利使用的权利将破坏创新。例如，不难想象这种情况，在发

展中国家，某些潜在的小创新更能推动本地产品质量的提升和多样化，但这种

可能性会被专利的外国持有者阻断。在这种情况下，赖克曼 ( Ｒeichman，

2004) 提出的补偿责任制将解决这个问题并提升福利水平。根据赖克曼的方

案，专利持有者不得阻碍后续创新，但可以获得专利使用的补偿。侵犯知识产

权的禁令救济 ( injunctive relief) 受到严格限制，但补偿是强制且自动生效的。

(五) 推动知识公地的发展

在专利丛林的背景下，有人提议建立知识公地，即竞争的企业同意相互公

开自己专有的知识产权，以防止企业的封锁索赔 ( blocking claims) 。阿拉拉西

亚 ( Allarakhia，2013) 报道了若干已有的和计划成立的知识公地，有私立的

也有公立的; 它们都是为了打破知识产权的封锁。现阶段的知识公地是完全自

愿的，需要说明的是，将知识公地在更广范围进行推广是必要的。发展中国家

应在自身法律框架内尽力支持开源和知识公地。

(六) 限制将关键创新作为专利

鉴于发展中国家对本国的专利法律有控制力，制定相应法律限制关键创新

的专利化是至关重要的。关键创新是指构成前沿研究基础或对福利有重大影响

的创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考虑在现行法律中设置例外条款，防止基因、

自然物质、计算机算法、研究平台和工具等一系列产品的专利化。

赖克曼 ( Ｒeichman，2009) 指出，一些规定可以作为国家创新战略的一部

分。第一，当某种前沿科技被专利化，如果要用到这些科技或平台，国家可以

考虑实施 “研究豁免”。或者，政府可以为这类技术设置非排他性许可 ( non-

exclusive licence) 。第二，利用 “必要设施原则” ( 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 ，

可将重叠的专利汇集在一个关键平台上。根据“必要设施原则”，一些需要继续

研究的关键设施，知识产权持有者不能设置障碍。就广泛的新技术而言，诸如

纳米技术、电子工程等新科技，“必要设施原则”有助于减少创新受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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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再次呼吁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旧版协

议 ( 1983 年版) ，这个协议强调 “植物基因资源应被看作人类共同遗产，所有

国家和相关机构可以不受限制、自由地将植物基因资源用于植物育种、科学和

发展目的” ( FAO，1983) 。事实上，这样的观点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展到一系列

基因资源，包括人类基因组和其他自然物质。

(七) 保持 “公共资助型创新”的公共属性

发达工业化国家创新体制的另一关键弊端，是知识公地的持续私有化。一

些诸如私立大学之类的机构，鼓励将工作成果专利化或以许可费的形式授权，

即使这些成果的研究资金部分或全部来源于公共资金。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医学重大突破，后来被 ( 收费) 授权或者卖给私人制

药公司。

发展中国家应该努力将公共资助的研究成果公共所用。因此，国家关于

创新的法律应该考虑以下几种可能性。第一，政府应保留全部由公共资助的

发明成果 ( 甚至应包括获得了部分公共资助的发明成果) 的使用权，并允许

他人使用。这对医学重大突破或基因检测平台之类的敏感技术尤其重要。第

二，如果获得了公共资助的研究用于专利许可，政府应倾向于非排他性的许

可，确保其公共属性。第三，如果许可阻碍或限制了公共利益目标，政府有

权推翻或取消这样的许可。第四，当获得了公共资助的产品要市场化，政府

应该保留相应的权利，使消费者以合理的价格获得该产品。再次强调的是，

这一点对于医学的重大突破是至关重要的。第五，政府可以创立奖励基金，

以解决第一次复制的成本问题，并确保公众能够以边际成本购买该奖励资助

的产品。

七 结论

知识产权是一种社会产物。正如其他产权一样，知识产权存在一系列的局

限和限制。支持知识产权之存在，至少以现在这种形式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它们

可以增进福利和创新，但这一论据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存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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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的架构变得越来越不合理，导致了压制创新、扭曲创新

方向、减少创新带来的福利。很多失败的例子都源于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下创

新的社会收益和私人收益的关系不明晰。仿制药、专利要挟和专利滥用的普遍

现象，都有力地证明了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设计是不合理的。

此外，不论设计糟糕的知识产权制度有多少缺陷，并在发达国家导致了多

少社会不良结果，这种知识产权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导致的问题要更加严重。发

展的必要条件是广泛并快速地学习，但是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显然限制了发展中

国家采用这种 ( 广泛并快速的) 学习路径。我们列举了一般例子和具体案例

论证了这一点。但是，仅仅对制度加以批评是不够的，寻找清晰的替代方案才

是上策。

因此，我们提供了可供采纳的政策案例，以提高创新水平，增加社会福

利，同时充分考虑平等和效率。通常，试图推动 “一刀切”的万全之策或尝

试过度的制度调和，不大可能成功。我们希望至少一些建议能被广泛采纳。

知识产权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提升人类经济福利的手段。我们容忍甚至

鼓励私人垄断造成的经济无效率，而私人垄断正是借由知识产权制度造就和维

系的，就此而言，这就像是一场赌博。我们的争论点是这场赌博未能带来足够

的红利。因此，知识产权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做出重大调整，以确保提升全世界

的生活水平和福利，确保知识产权与发展目标和责任相一致，支持最有价值的

创新以解决全球社会面临的问题。随着世界持续走向更深的融合，更加相互依

赖，面对我们共同依存带来的迫切挑战，如全球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等，一系

列改革将变得更加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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